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的视角

孟维瞻

　 　 最近十几年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欧美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兴起，已经

成为国际关系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新思潮之一。中文文献对非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的讨论很少。本章将以社会意识和知识权力的视角为主线，对该思潮最近十几

年来在韩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五个国家的发展情况做一个比较系统的综

述，并且对这一思潮面临的困境以及未来总体发展趋势做一个简单的预判。

从 ２０世纪末开始，一些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多

是基于西方的思想、方法、经验和实践，分析视野和适用范围不够宽阔，有必要

让国际关系这个学科变得更加“国际化”。一部分学者反对当前的以西方文明

的主流视角对国际关系所进行的理论化，特别是反对仅仅以美国为视角进行理

论化，强调尊重各国的本土知识。①一些比较著名的呼吁，例如安德鲁·赫里尔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ｕｒｒｅｌｌ）指出，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目标应该是使这个学科的各种叙述

和概念之间进行“更广泛的对话”。②彼得·卡赞斯坦（Ｐｅｔｅｒ Ｋａｔｚｅｎｓｔｅｉ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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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二元区别无法捕捉到世界政治的多样性、异

质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类型的知识可以产生相互作用，实现各种现代性的“共同

进化”。①

阿米塔夫·阿查亚（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和巴里·布赞（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等人推动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他们将这一思潮提升到关乎国际

关系学科内部的知识权力的层次。２００７年，他们在日本的英文国际关系学术期

刊《亚太国际关系》上发起了一个主题。这组文章强调，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可能

代表了西方国家及其利益，因此有必要重新寻找世界历史中被忽视的内容，他

们呼吁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将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知识资源带入国际关系理论

辩论之中，改变学科内的这种“权力不平衡”状态。②

２０１４年，阿米塔夫·阿查亚当选为美国国际关系学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学会

“国际研究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第 ５４ 任主席，这是历史上

首位出生于非西方国家的有色人种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两年后，Ｔ． Ｖ．保罗

（Ｔ． Ｖ． Ｐａｕｌ）担任第 ５６任主席。他们在任内大力推动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术共

同体转向关注非西方视角的理论。２０１５ 年，中国学者唐世平的著作《国际政治

的社会演化》③获得该学会评选的年度最佳著作奖。这是在中国本土高校工作

的学者第一次获得该奖项，尽管这部著作并非基于鲜明的非西方视角。

阿米塔夫·阿查亚担任国际研究协会主席期间，提出全球国际关系学概

念，并进行详细阐述。④全球国际关系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学术愿景，即希

望这个学科变得更加包容和多样。全球国际关系学围绕六个主要方面：（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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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国际关系学这个词语可能更加严谨。“非西方”可能是一个难以界定的概念。即

使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工作的学者，也可能认为自己是“非西方”的。甚至一些我们认为属于西方

的国家，如加拿大，也有很多人认为它并不属于“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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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多元普遍主义的基础之上，即它不是“适用于所有人”，而是承认和尊重

世界的多样性；（２）它植根于世界历史，而不仅仅是欧洲或美国的历史，也不仅

仅是将非西方世界作为一个试验场来重新验证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３）它包

括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其关键挑战是从非西方环境中制定

概念和方法，将其不仅应用于某个国家，而且应用于其他国家甚至全球范围；

（４）它整合了区域国别研究、地区主义；（５）它反对例外主义、文化上的狭隘主义

以及认为自己的群体优于其他群体的倾向；（６）它不仅关注物质权力，也关注国

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如何通过其物质、观念和互动能力来构建、拒绝、重构和转变

全球和区域秩序，例如非西方国家可能会挑战大国创建的全球和区域秩序，重

新解释不干涉等准则，构建新的主权规则，构建和实施新的安全和发展途径，

等等。①

一、 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如何塑造国际关系理论？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是这个学科的一种现象，知识社会学视角有利

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国际关系理论中各种思

潮的发展情况。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把各种思想、理论作为自变量，把社

会文化与国情因素作为因变量，研究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丹麦学者奥利·韦弗（Ｏｌｅ Ｗｖｅｒ）认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通

过三个层次的自变量来进行解释。第一层次是社会及政治因素，包括各个国家

的文化、政治思想传统、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对外政策；第二层次包括社会科学

各个学科和各个子学科之间的关系；第三层次是学科内部的社会 ／知识结构以

及理论传统的影响因素。②

俄罗斯学者安德烈·齐甘科夫（Ａｎｄｒｅｉ Ｐ．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认为，意识形态源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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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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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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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民族的历史经历，而且先于理论的形成。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社会科学，它

只有在特定国家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下，才能有意义地发挥其功能，因此研究国

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①

中国也有学者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状况。

李开盛分析了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及其前景。②赵思洋考察了民国时

期国际关系学的演进。③

如果我们试图对不同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就更加需要

从多维度、多角度确定自变量。第一，我们应该关注这个国家的社会存在如何

影响社会意识，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第二，政治权力、

商界权力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重点是探讨政治权力、商界权力与知识权力之间

的各种复杂关系；第三，为了更好地理解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状况，我们还应审视

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包括西方国家政府对非西方国家政府的影响，

西方国家知识界对非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政府对非西方国家

知识界的影响；最后，不可忽视的是，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内部，也存在复杂的知

识关系，包括知识权力的等级关系，以及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知识之间的斗争

关系，它们都影响和塑造了这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接下来我们详细阐述。

社会存在是影响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与产生的物质层面的自变量。根据亚

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④，理论家或知识的生产者从来没有中立的，他们的知

识创造都是基于社会的发展。社会存在本身也可以分为多个维度。首先，这个

国家必须有一定的财政能力以及财富积累，才能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

资源。社会科学是 １９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与人文及历史等学科相比，产生时间

较晚而且需要较多经费支持才可以维持。之所以非西方国家鲜有自己的国际

９４２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的视角

①

②
③

④

Ａｎｄｒｅｉ Ｐ．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 ａｎｄ Ｐａｖｅｌ Ａ．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ｒｅｅ Ｉｎ
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ｄ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１０），
ｐｐ．６６３—６８６．

李开盛：《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知识社会学分析》，载《云梦学刊》２０２０年第 ４期。
赵思洋：《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演进———基于长时段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６期。
参见 Ｎｏｒｍａ Ｈａａｎ，Ｒｏｂｅｒｔ Ｎ． Ｂｅｌｌａｈ，Ｐａｕｌ Ｒａｂｉｎｏｗ ａｎ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ｓ Ｍｏｒ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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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理论，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大多数学者为了经济生存而必须从事对策研究，

不得不放弃理论研究。其次，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动力是国家实力以及国家在

世界中的地位。一般而言，只有大国才有自己的国际关系学体系。崛起大国一

定会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不同于守成大国的国际秩序理念，背后需要一定的

学理支撑。第三，社会存在也包括思维形态的存在，主要表现为历史传统对这

个国家今天行为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的宇宙观、秩序观依然在影响着中国

政府和中国学者看待世界的方式；在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地缘政治一直是指

导对外政策的重要理念。

政治权力能够直接影响知识权力，知识权力很多时候依赖于政治权力，但

未必总是顺从于政治权力。一个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对某种类型的国际关系学

术研究提供资助，以强化带有这种意识形态烙印的国际关系知识结构。美国政

府通过“旋转门”制度直接与国际关系学界建立了关系，真正在学术体系内有影

响力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例如，马汉担任美国海军上将的

经历增强了他作为学者的信誉；基辛格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力是因为曾经担任过

美国国务卿。①尽管社会科学理论是独立于政治的，但是当政治变化导致意识形

态竞争发生变化的时候，社会科学的研究议程也相应会被修正，旧有的概念和

理论都会让位于新的概念和理论。有人说，学术界并不是一个自主性的堡垒，

并且即使学者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他们的作品仍然会被用于政治目的。②不

过，另一种现象也很重要。知识分子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也有超前性或者滞后

性，某个国家知识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可能与这个国家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有很

大差异，甚至在一些国家这两种力量是彼此冲突的。这意味着知识权力可能会

借助某些社会力量寻求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因此各种企业、基金会的影响力不

可小觑。学者为了生存，要么讨好政府，要么讨好商界，因为项目评审委员会的

０５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类似例子数不胜数，其他著名的学者有塞缪尔·亨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约翰·伊
肯伯里（Ｇ．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斯蒂芬·克拉斯纳（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约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罗伯
特·杰维斯（Ｒｏｂｅｒｔ Ｊｅｒｖｉｓ）、肯尼思·沃尔兹（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ａｌｔｚ）、布鲁斯·布尔诺·德·梅斯奎塔
（Ｂｒｕｃｅ Ｂｕｅｎｏ ｄｅ Ｍｅｓｑｕｉｔａ）、汉斯·摩根索（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格雷厄姆·艾利森（Ｇｒａｈａｍ Ａｌｌｉ
ｓｏｎ），等等。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Ｋ． Ｇａｎｉ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ａ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８，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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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成员来自这两个领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

能拿到的资助远远多于现实主义学者，因为现实主义不仅违反美国政府鼓吹的

价值观，而且与商界的利益不符。

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还可能会超越国家的界限，影响到其他国家。非西方

国家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深刻地受到西方国家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的影响。

葛兰西学派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了美国基金会如何塑造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

学术体系，将那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学术团体边缘化。①后殖民理论认为，各种

学术研究都反映了在文化上统治他者的欲望，学术研究者从来不是独立的主

体。②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界会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界提供帮助，动机

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纯粹的学术目的，也有扩大美国商界经济利益的目的，还有

推广美国国家战略利益的目的；第三世界的知识界与西方国家知识界交流的动

机也多种多样，既可能是追求真理，也可能是寻求影响西方国家对本国的政策。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为不同的情况，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大多表现为左翼的

反美情结，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表现为比较强烈的亲美情结，印度的知识分子则

表现为潜移默化的对美国的认同。中国台湾的情况更加有意思，台湾的政界和

学界精英将殖民化视为一种追求，视为获得域外大国安全保障的意识形态条

件。石之瑜教授认为，台湾学者不希望表现得与西方学者不同，以免在西方学

者的眼中沦为一个前现代和非理性的行动者。③

每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所塑造

的，这是影响这个国家国际关系学科的最后一个自变量。虽然每个国家在特定

的时期内会有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但一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从来不

是同质的，各种意识形态都试图扩展其对国民的影响力，并且影响着国际关系

学科的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争论往往是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假定所导致

的，理论的争论受制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④每一种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对历史事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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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ｈｕｈｏｎｇ Ｈｕｏ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ｒｊｅｅｔ Ｐａｒｍａｒ，“‘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Ｇｒａｍｓｃｉ，
Ｋａｕ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ｉｔ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２７，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ｐ．２３４—２５７．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ｌｆｒｅｄ Ａ． Ｋｎｏｐｆ，１９９３．
详见 Ｓｈｉｈ ＣｈｉｈＹｕ，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ｌｙｍｏｕｔｈ：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
Ｃｙｎｔｈｉａ Ｗｅｂ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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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连贯的解释来实现对知识的影响，并且通过物质和制度渠道来扩大自己的

影响力。在有的国家，学者常常在文字中回避意识形态，但他们仍然会间接地

表达出意识形态倾向，学术研究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去价值化。在美国，文科及

社会科学知识界是被自由主义左派主导的；在俄罗斯和中国，知识界内部各自

存在一定的分歧和争论。此外，意识形态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某个学科内部的

知识权力竞争。资深学者希望延续自己的学脉，年轻学者希望与资深学者建立

依附关系。学者为了获得更多的发表学术文章的机会，不得不迎合主流学派，

而边缘的学术观点和意识形态主张则难以通过同行的匿名评审。

二、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案例研究

这一节将会对韩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和中国五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发

展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我们重点要考察这些国家各自的物质基础、社会条件以

及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学的影响。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日本的国际关系学者基本上缺乏提出原创性理论的意

识；印度有一个学术群体试图发展本土国际关系理论，但学者数量较少且成果

的影响力很有限；韩国的亲西方精英与本土意识较强的精英平分秋色，在国际

关系理论领域反映为普遍性路径与特殊性路径的势均力敌；俄罗斯的主流知识

精英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认同感比较强，但也有基于“俄罗斯意识”的理论原创

力量；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虽然表现为价值中立，主要关注中国的崛起，但是

理论中其实隐藏着意识形态因素。

（一） “韩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
韩国是除了中国之外为数不多的以本国名字命名国际关系学派的国家，甚

至他们提出这个口号的时间要早于中国。韩国引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

论的时间要比中国早很多，冷战时期就已经紧跟西方。韩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从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起就热衷于推动这个学科的“韩国化”，他们认为这关系到韩国

国际关系学者的尊严。①韩国的历史有明显的特殊性，历史上与中国保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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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关系，近代遭受日本的殖民统治，现在又依附于美国的安全保护。朝鲜半岛

南北分裂已经持续将近 ８０年，是大国竞争的角力场。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

代，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现在已经是世界第 １２ 大经济体。韩国人尤其强调自己

的“大国”身份，喜欢推广自己的文化，社会科学中有一股强烈的本土主义思潮。

韩国国内的反华、反日、反美力量相互交错，政府和学术界不得不平衡与三个大

国的关系。

韩国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深刻影响着学术界的认知。韩国对于西方的知识

霸权，似乎抱有一种迷茫和矛盾的态度。韩国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到 ８０年代处于

军政府统治之下，这一时期军政府继承了日本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集权主义经

济模式。韩国国际关系学者长期以西方知识和基督教思想作为反对军政府的

武器，他们渴求来自西方的知识而不是将西方本身视为殖民主义的。①２０ 世纪

８０年代，也就是冷战后期和韩国军政府统治的后期，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一

部分学者开始致力于学术本土化，表现为对美国叙事的解构。尤其是一些左派

学者不顾军政府的意识形态高压政策，将西方的批判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引入韩

国，如依附理论、国家社团主义、世界体系理论，其目的在于反对韩国军政府对

美国的追随和依附政策。②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韩国实现民主化之后，上述趋势基本上停止，模仿美国再

次成为韩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潮流。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开始，这个趋势更加明

显，韩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使得教育体制变得日趋“商品化”，同时韩国大

学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国际排名，使得其国际关系学科更加依赖于美国。大学要

求教职人员必须在 ＳＳＣＩ英文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以此作为关键考核指标，导致一

部分韩国国际关系学者为了迎合美国人喜欢的研究领域而被美国知识体系束

缚。③到了 ２１世纪初，一部分韩国学者对这种现象愈加不满，认为韩国的学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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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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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处于美国的学术霸权之下，依然带有殖民主义的印记，他们明确呼吁建设国

际关系的“韩国学派”，以克服殖民主义。①到了 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一部分学者

展示了远大的理论抱负，他们希望让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与西方国家平等

的地位。②在这一期间，一部分韩国学者针对两种理论路径进行了争论：以普遍

性为中心的路径和以特殊性为中心的路径。两者都野心勃勃，前者希望获得美

国同行的认可，实现与西方理论平等的地位，后者希望向西方和非西方国际关

系共同体输出韩国的原创理论。③

“韩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有两种理论创新的路径，关于普遍性与特殊

性的争论贯穿于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④这一点非常像今天的“中国学派”国

际关系理论的争鸣。韩国的以普遍性为中心的路径的倡导者认为，韩国国际关

系理论应该能够与西方标准进行“沟通”和“兼容”，并且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的、

一般性的理论，与西方同行一起尝试修改和改进现有的实证主义理论。⑤韩国的

以特殊性为中心的路径的倡导者认为，西方道路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因而

并不具有普遍性，西方的一般性理论对朝鲜半岛国际政治和韩国政治历史的独

特性关注不够，西方思想之所以看似普遍适用是因为韩国学者的模仿。⑥他们尤

其关注韩国政治制度对于世界政治的意义，主张向世界推广韩国的政治制度。

如何通过以普遍性为中心的路径来实现理论创新？韩国一位年轻学者这

样总结：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应该发生在西方国际理论与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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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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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６８０—７００．　

Ｋｉｍ Ｈｙｕｎｇ Ｋｏｏｋ ａｎｄ Ｃｈｏ Ｙｕｎ Ｙｏｕ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ｃｕ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０２—４２１．

Ｗｏｏｓａｎｇ Ｋｉｍ，Ｋｏｒｅａ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Ｓｅｏｕｌ，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Ｎａｎ
ａｍ，２００７，ｐ．２８５．

台湾学者石之瑜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讨论，详见 Ｃｈｉｈｙｕ Ｓｈｉｈ，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
ｄｅｒｎｉｔ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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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本土经验之间，以及非西方哲学与西方方法论之间。他建议，可以通过“工具

主义”的方法来吸引西方学者与非西方学者进行对话。第一步，非西方学者应

该努力学习现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后再坚持不懈地尝试从非西方的角度

对其进行批判和补充，以吸引西方学者的兴趣。非西方学者应该审视和积累对

各国不同的生活经验的感受和对国际形势的直觉，因为它们是实现国际关系知

识改进和“更大多样性”的基本资源，可以以此激励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更仔细地

倾听非西方的声音，推动双方的对话。①还有人建议模仿美国知识霸权形成的过

程，将韩国的知识霸权扩展到其他非西方国家。他们反对美国的普遍主义，同

时鼓吹韩国式的普遍主义，试图在非西方国家寻找从属于韩国的学术殖民地。②

以特殊性为中心和路径的学者强调从韩国自身的历史角度识别韩国独特

历史经验的重要性。这一派学者认为，普遍性路径不能助力韩国学派的发展，

他们潜意识中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因而对西方的批判并不彻底，只不过是

在玩一个由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制定的规则的游戏。这一派学者认为，普遍主

义者将反对知识殖民主义的愿望寄托于西方学术殖民者的仁爱，这样做最终会

强化美国知识体系的霸权地位。这一派学者尤其强调韩国的政治模式对世界

政治做出的巨大贡献。③他们拥有比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更大的学术和政治抱

负。中国多数学者一般避谈“中国模式”，而不少韩国学者则明确强调要将韩国

的发展方式扩展到非洲和亚太地区。④还有人明确宣称，韩国应该积极对外输出

理论，韩国政府应该向东南亚、东欧和南美的学生提供奖学金，邀请他们进入韩

５５２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的视角

①

②

③

④

ＹｏｎｇＳｏｏ Ｅｕｎ，“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 ／ ｎｏｎＷｅｓｔ Ｄｉｖｉｄｅ’ｉｎ ＩＲ：Ｈｏｗ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ｓ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ｎｏ．４（２０１８），ｐｐ．４３５—４４９．
中国的部分学者有相似的看法。林民旺认为，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

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中国人提出理论

假说的时候一定会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之后再经由验证而成为普遍性的理论。林

民旺：《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３年第 ５期。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ｕｌ Ｃｈ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ｔ ＫｏｒｅａｎＳｔｙ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４（２０１５），
ｐｐ．６８０—７００．　

Ｊｏｎｇ Ｋｕｎ Ｃｈｏｉ，“Ｔｈｅｏｒｉｚｉｎｇ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Ｖｏｌ．３２，ｎｏ．１（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３—２１６，ａｔ ｐ．２０５．

Ｋｉｍ Ｈｙｕｎｇ Ｋｏｏｋ ａｎｄ Ｃｈｏ Ｙｕｎ Ｙｏｕ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ｃｕ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１９—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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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学和研究中心进行学习和交流。①

“韩国学派”的普遍性路径和特殊性路径之间虽然有争论，但是他们也面临着

共同的问题。韩国学派虽然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满，但是所有学者均接受了西

方的理性认识论。因此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仍然甘愿做西方认

识论之下的被殖民者，另一方面又试图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确立不平等的知识殖民

关系。韩国或许试图在非西方国家推广东方主义，但它自身的东方主义思想其实

来源于西方，它既是西方的批判者，也是西方的合作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种可能的创新方式是寻找韩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共性。历史上很多

国家都曾遭受殖民和忍受分裂，也有很多国家因为各种原因成为大国军事力量之

下的被保护者。韩国学者完全可以将本土经验上升为对全世界去殖民化斗争的

普遍规律的总结，这样做或许会大大提升韩国国际关系学的国际影响力。

（二） 印度本土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自相矛盾

印度宣称自己是一个大国，但是很少看到印度的国际关系学者效仿中国和

韩国的同行，通过关注印度的崛起以及印度的独特经验创造出“印度学派”的国

际关系理论。印度学者似乎更加认为他们应该遵守普遍主义规范，接受西方的

学术影响。印度裔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对这种情况更加了解：虽然也有中国

学者反对建立基于独特文化特色的学派，但是在印度，反对知识民族主义的声

音要强大得多。②事实上，在整个南亚地区都很少有人想过要创造自己特色的国

际关系理论。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问题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人才

的断层，年轻学者迫于生计，不得不从事政策咨询工作以及区域研究工作，顾不

上对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也没有精力思考国际体系的变革。③

６５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Ｓｅｏｎｇｍｉｎ Ｈｏｎｇ，“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ａｓｋ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ｉｎ Ｓｅｏｎｇｍｉｎ Ｈｏｎｇ（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Ｐａｊｕ，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Ｈａｎｕｌ，２００８，ｐｐ．１９—５９． 也有学者提醒，过度
强调特殊性的理论及视角很容易变成极端的民族主义历史观或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闵丙元：

《国际政治理论与韩国：批判性思考和建议》，载《国际政治论丛》２００７年第 ４６辑特别号。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Ｔｈｅｏ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ｒ Ｉｎｄｕｌ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３０，ｎｏ．６（２０１７），ｐｐ．８１６—８２８．
高兴：《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理论发展与特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９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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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印度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匮乏，但是印度产生了一些具有鲜明民族

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外交思想和理论。印度教的“非暴力”“不害”思想对印度的

外交理念影响很大。甘地学派是印度国际关系学科中最有影响力的学派，非暴

力道德哲学带有鲜明的普遍意义，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反歧视、反种

族隔离运动效仿。印度独立后，非暴力哲学很容易转化成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

义的政治理念。尼赫鲁学派则将印度教思想从国内层面发展到了国际层面，他

的和平共处原则和不结盟原则得到第三世界很多国家的赞同。不过，这两个学

派都是规范理论，它们不重视经验现实和客观规律，因此不能被称为国际关系

理论。①印度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发展本土主义（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的国际关系学。从 ２１

世纪初期开始，印度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受到中国同行的启发，效仿中国学者

从先秦思想中挖掘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路径，试图从古印度婆罗门教和梵文

经典中探索“本土国际关系术语和语法”，以指导印度的外交政策。②他们坚信，

印度拥有远比西方更久远的国际关系历史，应该寻找一种替代西方理论和思想

的方案。③随着印度的“崛起”，这种关于大国雄心的精英话语在最近十几年以

雄心勃勃的姿态展现出来，推动了印度国际关系学者的知识自信。④同时，也不

排除有人这样做是出于与中国的崛起进行学术话语权竞争的目的。

例如，有印度学者宣称，随着印度和中国的崛起，“亚洲过去的战略思想很

可能重新获得复兴的机会”⑤。考底利耶是世俗政治科学的真正创始人，《政事

论》对权力和治国之道的理解比西方政治哲学家更为透彻。⑥还有人认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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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摩诃婆罗多》针对绝对道德与政治审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可

以指导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策略；《罗摩衍那》有助于理解当代印度的安全

思想，它比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早了几个世纪。①

遗憾的是，印度的本土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低估了发展原创理论的难

度，中国学者的经验恐怕并不容易被复制和效仿。原因是多重的。首先，印度

历史的多数时期缺乏可靠的史料，历史上的印度比较封闭，因而没有太多对外

交往行为。印度学者只能采取思想史路径，但是从这些古印度经典中提炼出来

的观点无法通过印度自身的历史得到实证检验，更不可能通过印度自身的历史

经验扩展为普遍性的规律。第二，印度曾经多次经历外族入侵，先后被多个异

族统治，整个国家的民族融合程度较低，且宗教信仰复杂。印度的本土主义学

者试图将古印度思想家的智慧与今天的外交政策建立直接的联系，但结果是显

得非常牵强。而且，佛教和婆罗门教针对人类社会、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的各种

现象也提供了有影响力的解释，但是本土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拒绝承认这两种宗

教的强大传统。②从时间逻辑上看，印度经历过漫长的穆斯林统治时期，且距离

当代时间更近；从空间上看，古印度与今天印度的版图范围大不相同，今天的印

度继承的是德里苏丹国、莫卧儿帝国以及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而非古印度的遗

产。③第三，古印度的经典著作是用梵文撰写的，今天很少有人使用这种语言，古

代经典的真实含义并不能完全通过翻译的方式得知，学者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诠释古代文字的含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古印度是一个种性社会，古

印度经典反映的是等级压迫的哲学，这显然不能指导今天印度的外交政策。第

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从古印度经典之中并不能挖掘出多少有关印度独特性

的表述和启示，因而它的原创性意义是比较缺乏的。例如，印度学者还是要用

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来诠释考底利耶，这削弱了本土主义的创新价值。中国学者

基于中国概念和经典的理论创新，采取的是社会科学路径，最终目标是研究当

代问题；而印度本土主义者采取的是思想史路径，拒绝或绕过当代问题，不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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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能有效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体系。

（三） 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争论

从 １９ 世纪中叶开始，俄罗斯在与欧洲国家交往的过程中围绕“俄罗斯意

识”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西方主义（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ｓｍ）、强国主义

（ｓｔａｔｉｓｍ）和文明主义（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ｍ）。在之后的 １００ 多年里，俄罗斯与世界的

交往方式始终具有一定的连贯性。①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塑造了后来的

国际关系学科。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时间比较晚。在苏联时代，国际关系被视为

“资产阶级科学”。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国际关系学科才诞生于苏联科学院，

大学里依然没有设立这个学科。②苏联解体之后，在美国各种基金会等非政府组

织的赞助下，这个学科在各个大学出现。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呈现多元化发

展的趋势，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结构情况一致。③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化，是由这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

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的。④美国主流国际

关系学者在价值观问题上共识较多，因此他们大多热衷于从事去价值化的实证

主义研究。但是俄罗斯的国际关系学者则往往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取向，并且每

个学者的价值观取向决定了他们对某种理论范式的忠诚度。⑤尽管一些人宣称

自己的理论是科学的，但这并未阻止他们公开宣示自己的意识形态信念。此

外，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智库学者是分工明确的，大多数理论家一般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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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３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影响政治，但是俄罗斯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一般都希望影响政治。这种学术与政

治之间的模糊界限，既是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也是它获得全球影

响力的重要障碍。①

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一直占据俄罗斯知识精英的主流，他们坚信自由

民主制度最终会实现“历史的终结”。虽然几十年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在

政府层面矛盾重重，但是俄罗斯的知识精英坚定认为俄罗斯属于西方的一部分

并且应该努力拥抱西方，只有进行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

历史上，西方主义在很长时期内是俄罗斯的官方意识形态。彼得大帝、亚历山

大一世都是西方主义者，亚历山大二世认同西方的宪政自由主义。②苏联解体之

后，主流知识精英主张与“西方文明国家”建立联盟关系，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非常消极甚至对中国持提防和警惕的态度。他们不认同普京的对内对外政策，

认为俄罗斯应该放弃苏联的历史遗产并且从“后苏联空间”撤出。他们反对欧

亚主义，认为这种保守的地缘政治观念已经终结。虽然普京已经执政 ２０ 年，但

并未改变自由主义者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主导地位。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俄罗斯大学的财政状况非常困难，社会科学

家陷入经济困难，很多人被迫放弃学术研究，或者兼任几份工作才能养家糊口。

西方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如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索罗斯基金会在塑造

俄罗斯社会科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强国主义也是俄罗斯的重要思想传统。强国主义者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维

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建立强大的工业和军事能力以应对外部威胁。斯大林和普

京就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强国主义者，他们将国家的强大和安全置于第一位。本

质上讲，强国主义仍然是西方主义的一个变种，强国主义者并不一定反对西方，

０６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Ｍａｒｉｙａ Ｏｍｅｌｉｃｈｅｖａ ａｎｄ Ｌｉｄｉｙａ Ｚｕｂｙｔｓｋａ，“Ａｎ Ｕｎｅｎ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４２．

Ａｎｄｒｅｉ Ｐ．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 ａｎｄ Ｐａｖｅｌ Ａ．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ｒｅｅ Ｉｎ
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Ｉｄｅａ’”，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４（２０１０），
ｐｐ．６６３—６８６．

Ａｎｄｒｅｉ Ｐ．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 ａｎｄ Ｐａｖｅｌ Ａ． Ｔｓｙｇａｎｋｏｖ，“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１，ｎｏ． ４
（２００７），ｐｐ．３０７—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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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只是强调要通过经济的繁荣与军事的强大来获得西方的认可。强国主义

者不一定反对西方民主和自由主义思想，但他们反对美国通过扩展民主来维护

单极秩序。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强国主义介于西方主义和文明主义之间。俄罗

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与强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一致，他们从西方特别是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那里借用了很多概念，但他们创造性地使用了这些概念，尤

其是将俄罗斯传统的地缘政治理论融入其中。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一度占

据话语权的绝对主导地位。叶利钦的改革导致政治失序、腐败和贫困，北约东

扩导致俄罗斯的不安全感，现实主义的话语才恢复了影响力。不过，直到今天，

在知识精英群体中，现实主义者和强国主义者的数量依然不如自由主义者和西

方主义者，前者强调俄罗斯的内部失序和外部面临的威胁，后者则认为这些问

题是改革程度不够才导致的。

俄罗斯的文明主义者可以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宗教意义上的文明主义

者，另一派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文明主义者。宗教意义上的文明主义者认为，

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和西欧文明、亚洲文明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他们强调俄罗

斯文明在世界上的特殊性，主张恪守“第三罗马”历史使命以及弘扬泛斯拉夫意

识形态。①２０世纪，俄罗斯之所以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是因为很多俄国人

坚信他们的文明比“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为优越。地缘政治意义上的

文明主义者也就是所谓的欧亚主义者。其中有的学者认为世界局势本质上是

由两极构成的地缘文化冲突。②还有人认为，陆基文明（重视稳定性、保守主义、

尊重传统以及伦理原则）与海基文明（强调活力、创新和变革）之间将会发生重

大对抗，今天两者的载体分别是欧亚主义和大西洋主义。③还有人提出了东正教

帝国这种观念，试图抵御西方并恢复俄罗斯的自信心，恢复俄罗斯在欧亚中心

地带的地缘政治地位，或者主张与中国、印度、伊朗结盟。④整体而言，文明主义

１６２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的视角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Ｊ． Ｓ． Ｄｕｎｃａｎ，Ｒｕｓｓｉａｎ Ｍｅｓｓｉａｎｉｓｍ：Ｔｈｉｒｄ Ｒｏｍ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ｇｉｎ，Ｅｕｒａｓｉ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ＮｅｏＥｕｒａｓｉａｎ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ｋｔｏｓ，
２０１４．

Ｅｄｕａｒｄ Ｇ． Ｓｏｌｏｖｙｅｖ，“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８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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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俄罗斯的知识体系中处于少数地位，受到自由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排

挤。自由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应该“回归”欧洲，但是文明主义者和欧亚主义者认

为俄罗斯应该从知识上吸收西方，而不是被吸收。亚历山大·杜金的“第四政

治理论”①是文明主义者的集大成著作，但是他遭到西方主义者的痛恨，２０１４ 年

被莫斯科国立大学开除，甚至美国政府不惜对他进行制裁。

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政府和知识精英的关系经历了较大的变化。在叶利

钦时代，政府和知识精英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致的，政府基本上以自由主义为

原则进行经济改革，外交上大致采取的是西方主义路线。普京刚上台，强调自

己是一位自由主义者。９·１１ 事件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的合作鼓舞了俄罗斯的

西方主义者，他们对普京支持美国反恐的决定表示赞赏，一些人甚至鼓励双方

建立基于价值观的更深层次的联盟，尽管普京只是想与西方建立战术上的联

盟。②不过，２０１２年之后，俄罗斯政府与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和对立。

普京甚至剥夺了俄罗斯科学院的财政权，使得很多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移民国

外。普京的外交理念逐渐转向强国主义和文明主义，大力推广“俄罗斯世界”和

“欧亚空间”，并且与地缘政治学者进行密切的互动和相互启发。普京认为：“任

何与俄罗斯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西方价值观，都是对俄罗斯的内在危

险。”“这不再是一场关于领土空间和资源的斗争，而是一场关于思想和价值观

的斗争。”③虽然文明主义和地缘政治理论遭到俄罗斯主流知识精英的反对，但

是它显示出了非凡的动员潜力，凝聚了大批俄罗斯民众的支持，以至于当权者

和反对派都经常使用相关术语，他们认为地缘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些长

期难题提供简单而明确的解决方案。④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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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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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ｕｇｉｎ，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Ａｒｋｔｏｓ，２０１２．
Ｍａｒｉｙａ Ｏｍｅｌｉｃｈｅｖａ ａｎｄ Ｌｉｄｉｙａ Ｚｕｂｙｔｓｋａ，“Ａｎ Ｕｎｅｎ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３９—４０．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Ｒｕｓｓｉａ：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Ｎｅｚａｖｉｓｉｍａｙａ Ｇａｚｅｔａ Ｄａｉｌｙ，２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ｈｔｔ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ｇｏｖ．ｒｕ ／ ｅｎｇ ／ ｅｖｅｎｔｓ ／ ｎｅｗｓ ／ １７８３１ ／ ．

Ｅｄｕａｒｄ Ｇ． Ｓｏｌｏｖｙｅｖ，“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ｏｓ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８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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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匮乏

日本的国际关系学科其实非常成熟，但是和中韩两国相比，日本学者并没

有发展“日本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有人统计了日本本土国际关系论文

对国际关系理论的使用情况。在所有的涉及国际关系理论的文章中，一半数量

的文章使用了现实主义，四分之一的文章使用了自由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

论、反思理论占剩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日本学者的国际关系理论使用情

况，与美国非常相似。①日本也有人试图建立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叙事的国际关

系理论，但是他们事实上依然继承了欧洲中心主义，最终只是成为西方国际关

系的“衍生话语”。②

日本的原创性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匮乏，可能主要是由于如下原因。第

一，虽然日本引进西学的时间早于亚洲其他国家，二战之后科学技术发展很快，

但是日本在对外事务上始终高度依赖美国，从来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因

此日本学者不可能有独立的、原创性的见解。此外，日本人很重视实用主义，历

史上一般会追随国际体系中的最强者，因此对于探究国际关系中的规律性问题

并不感兴趣。第二，日本一直希望摆脱战败国身份，成为“正常国家”，但是日本

从来没有提出过有别于西方的国际秩序主张，这一点与中国截然不同。有学者

认为，日本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其实缺乏成为世界大国的欲望，而且它们没有思

考过自己国家的崛起将会如何改变国际秩序，不试图在西方主导的秩序和规则

之外提出新的秩序和规则，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很少有相关话语叙事。③第

三，虽然多数日本国际关系学者的实证研究和区域研究很扎实，但是很少有人

从事理论研究，绝大多数学者采取历史研究方法，排斥社会科学研究方法。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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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ｌ Ｋｏｌｍａ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Ｋｏｚｉｓｅｋ，“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ｉｌｌ ａ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ａｐ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２３，ｎｏ．２（２０２０），ｐ．３１２．

Ｋａｙａｏｇｌｕ Ｔｕｒａ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２，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９３—２１７；Ｃｈｅｎ 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Ｔｈｅ Ｉｍ ／ Ｐｏ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ｐ．４６３—４９２．

Ｍａｎｊａｒｉ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Ｍｉｌｌｅｒ，Ｗ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ｉｓｅ：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１．

宋伟：《日本为何缺乏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以日本型现实主义为例》，载《国际政治研

究》２０１８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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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一些日本学者曾经思考过日本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和俄罗斯相

似，日本也位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以及西方秩序和非西方秩序的连接点。日

本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往往涉及如何看待两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酒井哲也认为，

从 ２０世纪初开始，日本内化了西方和非西方两种相互冲突的秩序，并且日本经常

在二者之间切换身份，一个是平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秩序”，另一个是适用于

国际社会边界之外的“帝国秩序”。①有趣的是，在 ２０世纪上半叶，日本本土的法律

并没有机械地应用于它的殖民地，这并不是因为日本的统治者尊重中国人和朝鲜

人，而是因为日本帝国的“文明”身份需要“落后的”亚洲邻国的衬托。②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一部分人文和历史学者非常热衷于研究中国这个东

亚国际体系中最大的国家，他们试图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学者的论述。沟口雄

三认为，研究中国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研究中国来重新考虑人类历史的结构性

问题，这样做可以让日本超越任何国家或文明，探索真正普遍意义的世界。③竹

内好呼吁在日本建立一种“非欧洲”风格的中国研究，他认为中国缺乏“欧洲性”

和欧洲风格的现代性才使得中国能够用共和主义取代封建政治制度，日本则无

法做到彻底的社会革命。④滨下武志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国际关系史学家，

曾经担任中国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的院长。他提出了与费正清等西方学者完

全不同的对朝贡体系的东方主义解释，认为朝贡体系不是在西方秩序的冲击下

而解体的，事实上西方国家与东方打交道的时候也在融入朝贡体系，因此今天

东亚的秩序依然会受到持续千年历史的朝贡体系的残余规则和规范的影响。⑤

日本学者也对中国学者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理论很感兴趣⑥，只不过他们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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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ｐｌｉｎｅ：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Ｖｏｌ．３６，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４７５．

Ｍｉｚｏｇｕｃｈｉ Ｙｕｚｏ，Ｈｏｈｏ ｔｏ ｓｈｉｔｅ ｎｏ Ｃｈｕｇｏｋｕ（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ｏｋｙ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ｋｙ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Ｙｏｓｈｉｍｉ，Ｗｈａｔ Ｉｓ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Ｙｏｓｈｉｍｉ，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ｌｉｃｈｍａｎ
（ｔｒａ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１６５．

Ｈａｍａｓｈｉｔａ Ｔａｋｅｓｈｉ，Ｃｈｏｋｏ ｓｉｓｕｔｅｍｕ ｔｏ ｋｉｎｄａｉ ａｊｉａ（Ｔｈｅ Ｔｒｉｂｕ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ｍ Ａｓｉａ），Ｔｏ
ｋｙｏ：Ｉｗａｎａｍｉ Ｓｈｏｔｅｎ，１９９７，ｐｐ．８—９．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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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到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精神，误以为“天下”体系理论与当年日本提出的臭名

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没有本质差别。

（五） “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

国际关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基于学理上或思维

上的演化逻辑，每一个阶段都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国学者引进和学习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时间要晚于韩国，但早于俄罗斯。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中国国

际关系理论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范式。到了 ８０年代末，中国国际关系学者

开始系统地引进和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①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开始

追求和倡导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或者“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这又可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 ２０００年。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

瞩目的成绩，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这与历史上西方大国尔虞我诈、战争频

仍、争夺霸权的历史经验迥然不同。中国学者不满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

释中国历史经验的独特性，因此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理论。②在这一时期，很多

中国学者基本上摆脱了传统研究范式的束缚，不再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问题，

而是以探寻客观规律为目的，并且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自觉。

第二阶段大概开始于 ２１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最后几年，中国学者开始从破到

立，很多人力图构建原创性的大理论。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之后，大概到 ２０１５

年，秦亚青、阎学通、唐世平教授分别将自己积累的相关研究成果汇集成专著，

将各自的理论分别命名为“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③“道义现实主义理论”④“国

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⑤。这三位学者的共同特点是均致力于为整个世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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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最早的介绍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著作是倪世雄、冯绍雷、金应忠：《世纪风云的产儿———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
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讨论有：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

的国际政治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０年第 １期；俞正睴：《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
国学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 ４期；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
唤中国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版。
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Ｓｈｉｐｉｎｇ Ｔａｎｇ，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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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普遍性的理论，而非仅仅解释中国自己的独特性。他们均在美国的大学获得

博士学位，擅长在欧美的国际关系期刊上发表论文，通过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学

术对话来提升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的影响力。虽然阎学通、唐世平否

认自己的理论属于“中国学派”，但是他们却是“中国学派”的关键代表人物。此

外，宋伟创造了位置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理论，关注大国如何设计全球战略和对

外政策。①与此同时，一些其他学科的学者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贡献智

慧，例如哲学家赵汀阳提出的“天下体系”理论在西方世界被广泛讨论。②上海

一部分学者也合作构建了以共生理论为中心的“上海学派”，被认为是中国特色

国际关系理论中最为革命性和激进的一支。③还有很多学者为中国特色国际关

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能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的学者比较有限。

第三阶段大概开始于 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各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新一

代“掌门人”开始强调重新发现中国的特殊性，用中国话语和中国概念来进行学

术表达，“以中国为方法”构建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而言，第二阶段

的“中国学派”学者倡导通过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寻找能解释世界各国普遍现象

的理论，而第三阶段的“中国学派”学者则更加侧重于解释中国的特殊性本身。

与第二阶段的学者关注建构主义所定义的“文化”不同，各高校国际关系学院的

新一代“掌门人”强调关注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中国话语和话语权成为

一个新兴的学术关键词。此外，他们还强调政治学本身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不

可或缺的意义，因为很多重大国际关系现象（如苏联解体）不可能仅从国际关系

理论视角进行解释。还有人将历史提升到本体论意义的层面，强调从历史角度

研究政治问题的情景论，尤其是要理解各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文明基因。

之所以出现上述转向，主要背景是中国崛起及其引起的中美竞争和摩擦。一些

学者不满意于模仿西方思维构建玄奥的国际关系理论，去价值化的理论的意义

受到质疑，甚至一些人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范式和研究方法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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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宋伟：《联盟的起源：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以一战前的英德联盟战略为例》，载《世

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１７年第 １期。
赵汀阳的著作最早成书于 ２００５年，几年之后在西方世界引起反响。见赵汀阳：《天下体

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
任晓编：《共生：上海学派的兴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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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也引发西方学者的一

些批评，这些意见仅供我们参考。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学者创造的诸如“天

下”“王道”等概念只是试图构建另一个霸权体系，与美国的霸权体系没有本质

不同。①不过，这种批评明显具有政治和价值观偏见，我们很难通过学术方式进

行回应。今天的中国从未通过发动战争和建立殖民地即实现了国家的崛起，这

与历史上的欧美列强确实有很大不同。

还有人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某些原创性概念和理论，其实西方学者之前

曾经有过讨论，并不是中国学者的原创，而且中国学者在创造这些理论的过程

中没有充分引用西方的成果。例如，有人认为，“关系”概念不仅是中国元素，它

也存在于西方社会中。英语文献中有很多作品讨论关系主义，如社会网络分

析、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结构化理论。②

还有人宣称，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有两大功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为中

国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支持。一位德国学者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是中

国寻求国际认同和提升全球地位的一部分。③甚至连非西方国家关系学的推动

者阿米塔夫·阿查亚也称，中国学派的一些核心思想与中国政府倡导的政治口

号重叠，他担心这样会成为官方的政策工具。④但是这些观点明显夸大了中国学

者的政治动机，忽视了他们对客观真理的学术追求，忽视了中国学派的倡导者

经常发表与中国政府实际政策不同的意见，而且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并没有全

然接受这些学者发明的术语。中国既然是一个崛起大国，那么中国学者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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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Ｃａｌｌａｈａ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Ｐｏｓｔ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ｏｒ ａ Ｎｅｗ Ｈｅｇｅｍｏ
ｎ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ｎｏ．４（２００８），ｐｐ．７４９—７６１．

参见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ａｎｄ Ｌｏｃ ＪＤ Ｗａｃｑｕａｎｔ，Ａｎ Ｉｎｖ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Ｌ． Ｈ． Ｍ． 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ｉｄ Ｈ． Ｍ． Ｎｏｒｄｉｎ，“Ｏｎ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ｒｉｅｎ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２，ｎｏ．５（２０１９），ｐｐ．６５４—６６８；Ｐａｔｒｉｃｋ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Ｎｅｘｏｎ，“Ｒｅ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ｎｇｌｏｐｈｏ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３２，ｎｏ．５（２０１９），ｐｐ．５９３—５９５。

Ｎｅｌｅ Ｎｏｅｓｓｅｌｔ，“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ｂａｔｅ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２２（２０１５），ｐ．４３０．

［美］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

容》，董贺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 ２期，第 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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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会有挑战西方知识体系的动机。至少上述批评观点描述的现象并不存在

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甚至，这些批评观点没有

看到中国本土学者之中还有很多更加激进的针对西方学术体系批判的声音，只

不过他们不擅于用英语表达自己的观点。

此外，还有人批评中国学者“将国际关系理论视作学术共同体内获得优

势地位或者强势学术话语权的工具”①。但是事实上，西方学术界里面，很多

学科也有这种现象。学术从业者都会追求思想的传承，这是很常见的事情。

学派的出现和“山头”之间的相互争鸣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一个学科成熟的

标志。

荷兰莱顿大学华裔学者黄一杰提出了一种很新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

学派”可能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们模仿西方理论中的各种

范式和概念以假装融入西方主流话语进而改造西方理论，以一种温和渐进的方

式与西方知识进行对话，目的是团结非西方世界的反西方理论家，以及西方内

部的批判主义理论家，达到反抗和瓦解西方知识霸权甚至最终建立新的知识霸

权的目的。②不过，这些观点可能高估了“中国学派”本身的批判性和学术野心，

对中国学者给予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事实上，第二代“中国学派”学者只是希望

提供一种与西方不同的知识叙事方式，他们的理论建立在西方学者既有成果的

基础之上，他们的目的是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以提升自己的世界学术影响力。

他们不仅尝试修正西方理论，也乐见自己的观点被批评和修正。他们思想体系

中的国际主义情怀胜于民族主义偏见。第三阶段“中国学派”学者确实有很强

的批判性，但目前没有看到他们试图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或许他们体现了阿

米塔夫·阿查亚所说的“文化例外主义”③。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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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ｅｔｅｒ Ｍ． Ｋ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Ｒａｓ Ｔ． Ｎｉｅｌｓ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７，
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１９—４０；鲁鹏：《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阶段性进展与不足》，载《国际关
系研究》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第 ７６页。

ＹｉｈＪｙｅ Ｈｗａｎｇ，“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７，ｎｏ．３（２０２１），ｐｐ．３１１—３３０．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Ｒ）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８，ｎｏ．４（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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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建立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非常有必要，但是也存在

着各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困难。这一节将先讨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整

体困境，再讨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困境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一）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面临的整体困境

和中国相似，很多非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都有同感，认为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而这些国家的国际关系学不可能完全撇开西方

国际关系学另起炉灶。但是，一旦他们使用了西方学者发明的概念和理论，就

会立即被西方的逻辑同化，无法反映本国的客观事实和利益诉求。

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学者曾经对英国学派（或英格兰学派）理论寄

予厚望并且效仿其理论创建的经验。不过，英国学派的局限性比较明显，决定

了其适用性有限。今天英国学派在英国国际关系学术界也没有太大影响力，这

个学术团体的成员仅限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少数学校的很少数学者，以及英

联邦国家少数学校的很少数学者。此外，英国学派思想的直接来源是大英帝国

殖民时代的国际秩序和今天英联邦内部的国际秩序。今天英国主流国际关系

学已经和英国学派本身没有太大关系，但英国主流国际关系学为我们提供了一

种不同于美国的理论建构方法，可能对我们很有启发。美国学者在创造理论的

时候，关注的是自变量如何影响因变量，而英国学者则更关注自变量本身的变

化，因为在现实世界中自变量可能很难独立且稳定地存在并且对因变量造成影

响，自变量尤其是会受到各种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影响。①

建构主义一度在很多非西方国家风靡一时，甚至建构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

学界的影响力超过了它在美国的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在物质能力方面显得弱

小，但建构主义强调观念的力量。②尤其是建构主义对文化和身份的强调，使得

９６２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的视角

①
②

这得益于笔者与外交学院王梓元博士的讨论。

Ｄｏｎａｌｄ Ｐｕｃｈａｌａ，“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Ｓ． Ｇ． Ｎｅｕｍａｎ
（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
ｐｐ．１３３—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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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国家的学者看到了理论机遇，并且有助于推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学者之

间的对话。但是，建构主义仍然没有改变西方理论对非西方国家的支配地位。

正如阿米塔夫·阿查亚所说，虽然建构主义善于研究非西方国家的国际规范，

但它仍然忽视东亚、南亚、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种族问题以及各地区之间的文明

差异问题。①多数建构主义文献关注北大西洋国家的安全问题，缺乏对全球南方

问题的关注，其价值观仍然是基于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进化思维。目前

建构主义似乎不像之前几年那么有影响力。

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很难提出原创性的宏观理论，因此暂时只能寄希望于通

过实证方法在中观理论方面取得突破。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中观理论的兴

起一方面激发了西方学者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扩大了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在非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力。不过，中观理论只能对现有的概念进行

经验检验，却不能在新的或以前被忽视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开发全新的概念和

理论。②实证研究并没有解决西方概念和理论对非西方世界的不适用性。例如，

西方学者发明了很多关于战争的概念，相关文献汗牛充栋，但是中国历史上却

不一定存在与这些概念对应的现象，而对于西方来说较为罕见的中国的很多现

象也没有形成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创新不可能绕开实证研究，但是实证研究

一般善于研究定局而难于研究变局。以实证方法为基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并未有效解释世界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化，如苏联的解体、中国的崛起以及特

朗普的上台。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可能是非西方国家进行理论创

新的重大机遇。

目前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最大困境是学术团队建设的问题。在亚

洲，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相当有限，制约了亚洲国际关系学的

共识的形成。目前相关的跨国学术组织只有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的亚洲政治和国

际研究协会（Ａｓ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和国际研究协

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的亚太区域分会。这种局面将使得非西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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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７，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３４１—
３７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能得到整合，导致学科的分散化，以至于无法追赶西方

理论。①

非西方国际关系学还要考虑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方式反对和

挑战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大体分为从西方学术体制之内发起挑战，以及

从西方学术体制之外发起挑战。阿米塔夫·阿查亚认为，如果非西方国际关系

理论不能吸引西方主流学者，那么它有可能会失败，“后西方国际关系”不应以

激进的议程否认和取代西方国际关系，双方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至关重要。②这可

能暗示了一种无奈的事实，即非西方学者的学术贡献从根本上讲还是不得不接

受西方学者的评判。反过来说，西方学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容忍来自非西方的挑

战，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学者关注和倡导多元化的国际关系学，本身符

合自由主义左派的政治理念和议程，即以多元主义为幌子来推广美国国家利

益。但是从根本上讲这并不是平等的关系，美国的自由主义左派不会容忍那些

致力于颠覆该学科现状的学者，更不会容忍那些致力于颠覆美国霸权的学者。

正如安·蒂克纳（Ｊ． Ａｎｎ Ｔｉｃｋｎｅｒ）所说，“赢家很少愿意让输家参与国际关系史

上的一系列辩论”，“虽然失败者对对话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也没有得到主流

的回报”。③西方国家的学术体制和出版商依然牢牢掌控着学术评审权力和信息

流动权力，当其他国家的学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的诉求超出西方能容忍的

限度之后，美国仍然有可能以政治和学术理由来禁止其表达观点。一个最著名

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理论家杜金遭到美国的制裁，而一旦遭受美国制

裁，其他国家的学术界也不敢与之进行往来。

（二）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和未来前景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最有可能产生与美国比肩的影响力，因为中国实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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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Ｗｈｙ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ｎｏ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７，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３４１—
３７０．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Ｂｅ
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６１９—６３７．

Ｊ． Ａｎｎ Ｔｉｃｋｎｅｒ，“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９，ｎｏ．３（２０１１），ｐｐ．６０９—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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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及影响力正在不断上升，而且提出了一套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的国际秩序的

主张。中国学者的任何理论创新，都有较大机会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同行的

密切关注。不过，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理论创新的方向似乎还没有共识。

非西方学者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是，弄清楚本国相对于西方究竟特殊在何

处。如果我们认为不存在特殊性，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在西方之外创建新的理

论。中国学者首先应该回答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究竟特殊在何处，以及为什

么西方宣称的普遍性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更进一步，应该回答西方和美国

特殊在何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将西方或者美国的普世性神话降低为地

方性知识；最后，我们在西方之外开辟真正的普遍性理论，这个理论不仅能够解

释中国，也可以解释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

例如，有的中国学者将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视为一个“西方”理论，将现

实主义所描述的事实视为西方历史所特有，强调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和平性。

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除了中国之外很多国家或者文明的人们在讨论对外

关系时都会强调自身的道德价值，并且表现出对和平的追求和对现实主义竞争

秩序的拒斥。但事实上，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主义普遍规

律的支配，违背这个规律会受到惩罚。无论是在古代和现代的欧洲，还是在东

亚和伊斯兰世界，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理论的强大解释力。直到今天，大

国竞争仍然是世界政治的主线。现实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

国家都没有特殊性。如果有人将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攻击的靶子去建构所谓的

“非西方”理论，那么一定是徒劳的。从另一个视角来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

强烈的反对现实主义的倾向，以至于很少有现实主义理论家对于美国的外交政

策制定具有影响力。中美两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中，只有少数人能称得上是真正

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

中国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贡献，似乎与国家利益的结合程度不够紧密。比

较而言，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是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为目标。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它们或者被用于解释国际政治的客观规律并且

在此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或者被用于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只不过最近几十年

部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出于在学术界生存的需要，出现了过度创新行为，

以至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变得过于玄奥而脱离实际。比较而言，中国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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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仍存在理论与政策“脱嵌”现象。理论最好应该反映出中国当下面临的客

观形势、未来世界的变化趋势、中国的利益诉求以及对国际秩序的主张。此外，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少将国内政治因素置于分析框架之内，没有体现出“外

交是内政的延续”。这种回避国内政治制度层面因素的做法，将会导致我们的

理论有如隔靴搔痒，没有触及国际政治中那些真正的本质性的问题。

无论是西方理论还是非西方理论，它能否有生命力，关键要看它能否解释

现实问题，是否预测了现实世界的发展方向。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

者的理论创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多同仁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西方国家和第

三世界国家很多同行的认可和赞赏。不过，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我们

的理论是否反映了现实世界中最重要的现象和最本质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

学者的理论创新，一般依赖于从儒家思想中获得启示，例如最新的原创性理论

有：儒家天下主义、儒家王道理想、儒家共生主义、儒家和合思想、儒家关系主

义，等等。然而，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更多是一种价值规范体系和道

德话语体系，可能并不能反映客观现实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并不能解释

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变化。①在今天，我们世界中最重要的现象和最本质的问

题就是中国崛起及其引发的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总

是趋于共生的、和合的、公平的、进化的，相反更像是一种不断冲突的、不断对抗

的关系。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理论不仅应体现规范性的价值追求，也应该更好地

反映客观世界的变化方向，而不是与之相脱节。今天我们的理论创新面临的一

个迫切任务是，应该对中美摩擦的根源、性质提供理论上的解释，并且在此基础

上提供某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稳定中美关系以及求同存异应该是我

们追求的价值和目标，但是理论研究者不应回避和掩盖客观的冲突。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也受到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最近几年，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智库建设，从事政策研究。区

域国别研究受到政府扶持，很多高校不再优先招聘从事理论研究的年轻学者。

然而，政策研究只追求短期的实用性成果，并不追求概念和理论创新，实际上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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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早在 ２００９年，张建新就曾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在形式上重省悟而不重论证，轻视事实和
逻辑，缺乏对事件本身的观察与分析。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

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２００９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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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只需要使用西方已有的概念和理论就可以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区域国别

研究专注于研究世界各国的特殊性，难以总结出普遍性的规律。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是应该发生于西方学术

体系之内，还是发生于西方学术体系之外？前者大致对应于前面提到的第二阶

段的“中国学派”理论，后者大致对应于第三阶段的“中国学派”理论，不过这两

个阶段均存在某些缺憾。前者试图论证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普遍性并且得到西

方同行的认可，因而对西方的批判力度较弱。今天世界的客观趋势是中西方之

间的对抗日益明显且难以逆转，寻找彼此的普遍性已经非常困难。后者虽然对

西方进行强有力的批判，但又过于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而导致理论的内向与自

守，拒绝与西方同行进行对话导致依然无法撼动西方的知识霸权。①值得警惕的

是，最近中美之间的人文和学术交流出现脱钩的迹象，国际关系学者首当其冲。

四、 去殖民化———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可能的发展方向

虽然最近十几年来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的一股强劲潮

流，但是相关创新依然很有限，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非西方国家的国际关

系史不足以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中国的先秦时期和秦朝之

后的帝制时期是为数不多的被中外学者寄予希望的学术矿藏，但是先秦时期的

霍布斯式国家间关系以及中国帝制时期的等级制国家间关系，都与今天的国际

体系有很大差异，能为今天提供的启示比较有限。而南亚、中亚、中东更没有成

熟的国际体系。

其次，英美国家的政府和知识精英对非西方学术界的控制正在变得日趋隐

蔽。英美国际关系学科一开始公然宣称种族主义和西方文明至上主义，后来则

以全球世界主义作为掩饰，用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民主、善政和安全等话语来

掩盖霸权国家的利益。②二战之后，虽然殖民主义瓦解，但它仍然以某种方式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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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第三阶段的“中国学派”学者中可能出现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高估了美国国际关系

学者的意识形态属性，低估了其追求客观科学学术的动机。有人呼吁构建中国特色的方法论，

或者倡导方法论层面的“中国学派”，这很有可能是一厢情愿。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Ｂ． Ｐｅｒｓａｕ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ｉｎ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８，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１０５—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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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挥着相当大的文化影响，并且通过意识形态来支配相关的知识形式。例

如，国际关系学科中有很多文献和战争是相关的，但是很少有人关注殖民战争

及其遗留的问题。①

第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学术体系自身的因素。英语是世界上最为通

行的语言，因此一种学术观点要想获得全球性的影响力，必须使用英语进行写

作，但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学者的英语写作水平达不到被有影响力的英文期刊发

表的要求。此外，学术评审体系本身不利于边缘性观点的生存，因为一个学者

在投稿的时候只有去迎合多数，他的文章被发表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大。因此我

们看到一种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国家，只有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已经很

有影响力的资深学者，才有机会尝试提出与西方主流理论不一样的观点。

（一） 从殖民主义到自由主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形态工

具性

西方国际关系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内涵，只不过被巧妙地隐藏起来。国际

关系理论之间的各种争论，如和平主义和战争主义的争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

义的争论、左翼和右翼的争论，都只不过是假象。这些理论实际上都带有种族

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假定，从来没有摆脱这个禁锢。②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

理论范式明显地体现了种族主义。③建构主义理论实际上仍然表现出强烈的自

由主义倾向，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支。

殖民主义是 １９世纪欧洲强权时代的主导国际规范，自由主义是 ２０ 世纪美

国霸权时代的主导国际规范。英国早期国际关系学科以确保大英帝国的利益、

维护大英帝国的治理为目的，体现的是达尔文主义、科学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指导思想。美国学者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初衷则是推动自由主义秩序、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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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ｍｉｔａｖ Ａｃｈａｒｙａ，“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Ｒ）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ｌｄｓ：Ａ Ｎｅｗ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５８，ｎｏ．４（２０１４），ｐ．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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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ｕｇｈｔ ｂｅｆｏｒｅ １９１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８，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２８１—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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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ｄｇ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２６，ｎｏ．１（２０１３），ｐｐ．７１—９２；Ｊｏｈｎ Ａ． Ｈｏｂｓｏｎ，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ｃｅｎｔｒ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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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捍卫自由主义霸权。①美国的自由主义批判了欧洲的殖民主义，但取而代之的

仍然是另一种更为隐蔽的不公正秩序。

绝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都是在针对认识论（知识生产的过程）、本体论、方

法论进行辩论，很少有人关注学科内的权力关系和知识生产的后果，尤其是关

注理论、理论家与政府的政策之间的关系。西方的学术界从来不是“象牙塔”，

真正在学术体系内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往往都在政府中担任过职务，他们将各

自的意识形态嵌入自己的知识体系之中。甚至西方国家的很多左翼和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也曾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文字中推行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

态。②尽管国际关系理论家曾经经历过数次大辩论，但这些理论家本身就曾经担

任政策制定者或者政策顾问。他们的辩论都是基于一个共识，即假设世界秩序

是由美国主导的，因此这些辩论都只不过是家庭内部的纷争。③

美国的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物

质基础。学者为了获得项目资助，必须讨好企业和商界，因为项目评审委员会

的很多成员来自商界。此外，商界是美国最强大的利益集团，政客是为商界的

利益服务的。这使得即使学者试图与政治保持距离，他们的作品仍然会被用于

政治目的。④美国的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网络遍布全世界，这确立了美国知识

体系对全世界的支配力量。例如，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和 ２１ 世纪最初几年，美国

的福特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也曾经资助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但是后来它

们发现资助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此 ２００５年之后它们停

止了资助，转而增加对其他学科的资助力度。

（二） 去殖民化作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方向的可能性

冷战之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价值优势，并且已经维

持 ３０年，但这是以美国和西方的实力作为前提的，一旦美国实力或者相对实力

出现衰落，这种道德与制度优越性的假设就会受到动摇。２００３ 年之后美国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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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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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的挫折暴露出美国实力的有限性和道德的缺陷，２００９ 年之后美国的政治极

化暴露美国政治制度的弊病，越来越多的国家看到了美国内外政策的问题并且

进行反思。这也正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宏观背景。

西方价值观假定了西方之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质性，暗示了西方之外的国

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社会与意识形态根基，非西方世界必须被动地等待被西方定

义的全球化的同化。然而，今天世界遇到了新的问题，即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对全球化不满，甚至试图颠覆自己创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换句话说，西方

价值观的普遍性遭受动摇，挑战不仅仅来自非西方国家，也来自西方和美国的

内部力量。西方内部的政治变化给非西方国家提供了教训，它们努力适应新的

国际关系现实和寻求自我保护，而不是继续依赖于以西方化为基础的同质性所

带来的好处。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假定单一的现代性，认为世界各国的社会将会因

为现代化进程而最终趋同，因此不需要西方之外的社会科学，只需要使用西方

的概念和理论。然而，单一现代性被世界普遍接受的前提是西方和美国具有超

强的实力，但是今天美国内部的政治矛盾愈演愈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分

歧也日益明显。多元世界远远比单一现代性更加复杂。非西方理论的目标则

是推动多元的现代性和后殖民的现代性，寻找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道路，并且

揭露西方现代化道路中违反现代性的手段，如殖民扩张、种族杀戮和阶级压迫。

从非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层面来讲，西方和美国理论的普及使得

这些国家的学者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普及则使得他们获

得了理论创新的技能。不过，很多人也看到，科学主义、实证主义并不能解决不

同国家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价值观分歧，不能改变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支配

地位，也不能缓和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各自国内社会的矛盾。很多国家经历

了引进—批判—创新的过程。批判理论和规范理论有助于解构西方的现代性

和知识霸权，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建立新的正面启发的理论体系（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

ｒｉｅｓ）。这是更为艰难的过程，然而只有这样才有助于理解国际现象并且提供一

套连贯的概念。①

从去殖民化的角度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有两种路径和方向：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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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ｔｕｌ Ｍｉｓｈｒａ，“Ｉｎｄｉｇｅ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２，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１１９—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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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国家学者的集体合作，而非各个国家的学者各自努力；另一种是来自西

方中心国家学者的学术推动。

就第一种路径而言，亚洲的中国、韩国、印度，以及中东地区，还包括非洲地

区和拉美地区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确实有去殖民化的抱负，但是其中每一个国家

自身的经历又很有独特性，对去殖民化的理解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

有的国家将美国视为去殖民化的对象，有的国家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去殖

民化。同时，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又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共同体有千丝万

缕的关系。因此这些国家的去殖民化思想只有助于解释本国面临的问题，不能

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很难获得接近于西方理论的学术地位。这些国家的知

识分子只有努力寻找共性而非个性，才能产生一种统一的与西方对立的去殖民

主义知识体系。这样的理论显然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国家的学术共同体的力

量。全球南方的学者应该团结起来，才有机会挑战全球北方学者的帝国主义和

种族主义叙事，减少全球北方的政策制定者对学术的影响。①在这个问题上，韩

国部分学者比中国学者有更清醒的认识，强调与中国和日本的同行进行合作。②

第二种路径认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使命的最终实现，仍然取决于西

方学者的贡献，即这个学科的非殖民化必须发生在西方国家，才能实现这个学

科的民主化。陈庆昌认为，西方现代性以自我 他者二元论为基本假定，在西方

现代性的支配下，国际关系将国家主权置于所有其他类型的政治共同体之上，

在世界范围推广西方的国家建设经验，使得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成为所有

人的榜样。此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语法霸权使得人们无法质疑西方本身，

因为西方已经通过实证主义确定了一套衡量其他国家产生知识的方式是否合

法的标准，因此西方的知识永远无法被替代。其他国家的学者按照西方确立的

历史轨迹来“追赶”西方的国际关系学是几乎不可能的。③换句话说，构建非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着手点并不在于国际关系层面，而在于国内政治或者世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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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ａｓｍｉｎｅ Ｋ． Ｇａｎｉ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ａ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８，ｎｏ．１（２０２２），ｐｐ．５—２２．

Ｋｉｍ Ｈｙｕｎｇ Ｋｏｏｋ ａｎｄ Ｃｈｏ Ｙｕｎ Ｙｏｕ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ｏｃｕｓ，Ｖｏｌ．２４，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０２—４２１．

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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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层面。目前，亚洲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不涉及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先验假设的

质疑，也没有触及对西方价值观的反思和质疑。石之瑜也说，政治科学家需要

建立一种不假设固定本体论或固定目的论的关于民主的认识论，这种民主能够

抵制任何意识形态的固执己见。①更直率地说，只有当西方内部出现比较严重的

问题时，处于西方中心国家的学者才会被迫建立新的认识论来实现学科的民主

化，这些非西方的国际关系学派更有可能出现在西方学术体系内部而不是非西

方国家。

五、 结语：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

中国是非西方世界中最大的国家。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努力将会对其他

非西方国家的同行产生示范作用。目前我们有两种学术心态值得商榷。第一

种是将现实主义理论作为批判的靶子，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要旨定义为

“和”或“合”。但是这样的理论创新放弃了应有的斗争性，实际上是迎合或默认

了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中的不平等原则。这种思想在指导外交政策

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妥协退让的倾向，甚至把中美关系恶化的责任归咎于中国。

而且，这样的理论也缺乏实证上的支持，因为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对

外关系史，就知道现实主义对中国同样适用。

另一种是过度强调中华文化或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但这种观点的问

题在于它无法被证实或证伪，而且无法形成一种理论。西方自由主义者不断强

调他们文化和文明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推广基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这样的文献不计其数，中国学者如果复制这样的模式，就等于掉入“黑格尔陷

阱”，并不能找到超越文化和文明之上的普遍性客观规律。此外，要注意的是，

强调自己文化和文明的优越性，往往会错误地指导本国的对外政策，给本国利

益带来相当大的伤害。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不应犯同样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方向可能需要有所调整。中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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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ｈｉｈ ＣｈｉｈＹｕ，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Ｐｌｙ
ｍｏｕｔｈ：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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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大多是从价值中性的视角进行讨论，受到西方学术体系

的影响较为深刻，只有极少数学者采取了去殖民化的视角。①与韩国、印度、中

东、非洲、拉美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未成为完全的殖民地，所以中国又是整个非

西方世界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去殖民化问题没有成为联系中国和其他第

三世界学者共同兴趣的一个领域。过去一段时间及当下中国学者热议的话题

是国家的崛起，尤其是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如何不同于历史上西方国家的崛

起，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关于大国崛起和竞争的普遍性理论。不少中国国际

关系理论家追求的是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普遍性，而不是中国与第三世界之

间的普遍性，他们很少考虑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想所需，对世界上弱势地区

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关心不足。如果我们只是研究中国崛起并且只考虑中国

的利益，那么就可能会复制罗伯特·考克斯（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警告过的霸权统治逻

辑，或者说可能会复制西方的“衍生话语”，而不是破坏殖民主义现代性的

逻辑。②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 ３０年，正好是冷战结束之后的 ３０年。在此之前，

我们没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换句话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

展，实际上深刻地受到了冷战之后世界全球化、自由化、美国化的影响。在这种

条件下，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没有必要提出一种超越西方的国际秩序

观，中国应该遵守而不是取代西方和美国主导的秩序和规则。而今天，情势已

经大为不同，世界逐渐进入逆全球化、反自由化、去美国化的时代。美国相对实

力的衰落、美国内部的政治极化斗争以及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正在严

重冲击世界秩序，也不可避免地会冲击中国的国际关系学。更坦率地说，过去

３０年里，我们这个学科积累的部分知识和创造的部分理论，在今天可能不再合

时宜。这或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挫折，但也会迫使我们进行反思，进而生产出

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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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相关的成果非常少，例如于海洋：《国际体系的帝国主义倾向及其批判》，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ｘ，“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ｓ：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Ｒ．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ｅｄ．），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ｒ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ｐｐ．２０４—２５４；Ｃｈ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Ｃｈｅｎ，“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Ａｓｉａ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Ｖｏｌ．１１，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１—２３． 此外，中国大学每
年邀请很多国外的国际关系学者来华讲学，我们几乎看不到来自第三世界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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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影响力的成果。

未来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一定是基于对各国国内社会的观察，

而不是囿于国家之间交往的层次。中国的真正独特性在于，它的历史中蕴含着

一种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独特现代性，也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中国是

第一个发展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国家的地方”①。中国 ７０多年发展的历

史经验，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扬弃，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既没有复制西方国家殖民

其他国家的经验，也没有像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将自己重新置于西方国家的

殖民之下。在全世界的非西方国家中，中国与西方国家作斗争的经验最为成

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真正价值是，为非西方国家贡献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

普遍性知识，中国历史经验可以比西方经验更有助于推动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前

现代走向现代。

１８２

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社会意识与知识权力的视角

① 福山：《没有放之世界皆正确的政治制度》，载《红旗文稿》２０１５年第 ９期，第 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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